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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建设。 文

章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 １９６ 个伙伴国的面板数据， 实证评估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

订、 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 并以 “是否缔结 ＦＴＡ” 的样本均值作为 “正确分类比率” 的临界

值， 对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预测。 研究发现， 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 中国与伙伴

国签订 ＦＴＡ 的概率越高，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也越大。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涵

盖了亚洲、 大洋洲、 北美、 南美、 欧洲以及非洲地区的诸多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 该研究为中国

开展 ＦＴＡ 谈判和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外交伙伴关系； 自由贸易协定； 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ＦＴＡ 对象国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０５９４ （２０２４） ０７ －００３７－１９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重要论述。 作为促进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形式， 对外

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

措。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 中国已签署了 ２２ 个 ＦＴＡ， 共涉及全球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 但相

比于美洲和欧洲地区，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①发展相对滞后。
一方面， 中国对外签署的 ＦＴＡ 还比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或亚洲大陆， 需要

加强与其他区域的 ＦＴＡ 谈判。 另一方面， 中国在 ＦＴＡ 中的承诺开放度和条款覆盖度

普遍偏低， 对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挑战。 如何选择 ＦＴＡ 对象国以及提高

ＦＴＡ 承诺开放水平， 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ＲＴＡ 日渐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经贸合作的一个重

要选项。 随着 ＲＴＡ 在全球范围的快速蔓延， 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引起了政治经济学

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 政治等角度来考察 ＲＴＡ 的签订或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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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在经济动机方面，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参与国的要素禀赋、
经济规模、 贸易开放等 “纯经济” 特征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Ｂａ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二是 ＲＴＡ “相互依赖性” 或 “第三方效应”， 此类文献重在考察两国加入一

项 ＲＴＡ 或缔结新的 ＲＴＡ 是否受到 “第三国” 签订 ＲＴＡ 的影响 （Ｅｇｇｅｒ ＆ Ｌ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 ＆ Ｊｏｓｈｉ， ２０１０； 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２０１２； 铁瑛 等， ２０２１）。 三是 “多
边贸易体制” 的激励， 即由于 ＷＴＯ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的缓慢， 进而引发的区域主

义发展浪潮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３；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３；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２００８）。
在政治动机方面， 一类文献从国内政治因素方面来分析。 一国政府是否签署

ＲＴＡ， 取决于对国内利益集团和普通选民平衡的条件 （Ｖｉｃａｒｄ， ２０１２）。 另一类文献

从国家间政治关联性来考察， 常见的解释包括 “相对权力转移”、 民主制度的传播

以及对地缘政治稳定的追求。 “相对权力转移” 假说指出， 当一个区域内的权力变

化不利于某些国家时， 这些国家不太倾向于与其邻国缔结 ＲＴＡ。 Ｍａｒｋ （２００６） 研究

认为， 美国在北美洲、 德国在欧洲、 巴西在南美洲的持续主导地位解释了北美自贸

区、 欧盟以及南美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 民主制度的传播主要从政治制度相似性

方面做出解释， 说明了美洲、 欧洲等西方经济体的区域主义发展动因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地缘政治稳定” 假说认为， 降低军事冲突和获得安全收益是形成

ＲＴＡ 的动机之一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此外， 少数文献探讨了双边政治关系对

ＲＴＡ 的影响。 孙楚仁 等 （２０２２） 以全球多国样本为考察对象， 采用联合国投票行

为数据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 ＲＴＡ 承诺深度的负效应。
伴随着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日益推进， 少数文献专门考察了中国对外缔结 ＦＴＡ 的

动因。 Ｊｏｈｎ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采用案例分析法， 将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形成原因概括为

四个方面： 一是加强与对象国或地区的生产网络构建。 二是改善与对象国的外交关

系。 三是与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区域组织开展谈判， 以保证原材料供应安全。 四是接

受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某些工业化经济体的谈判邀请。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６） 使用比例风险

（Ｃｏｘ） 模型对中国 ＦＴＡ 形成时长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进行了比较分析， 其研究认为中

国实施自贸区战略主要基于政治动机， 经济动机往往退居其次。 中国更有可能与具

有相似政策偏好的国家开展 ＦＴＡ 谈判， 而扩大市场准入机会或保障自然资源供应并

不是决定中国 ＦＴＡ 形成的主要因素。 陈兆源 （２０１９） 探讨了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选择

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其研究发现， 相较于经济收益和国内政治因素， 外交战略等国

际政治因素更有力地解释了中国 ＦＴＡ 对象选择。
综上所述， 已有文献关于 ＲＴＡ 签订或缔结动机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

考察， 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思路借鉴。 从研究视角上看， 虽然个别文

献从双边政治关系角度进行了分析， 但代理指标普遍使用 “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
或 “领导人互访次数” 等反映两国短期政治关系的指标， 而从 “外交伙伴关系” 这

种反映两国长期政治关系角度进行考察的文献还比较匮乏。 基于此，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 １９６ 个伙伴国的面板数据， 重点探讨了外交伙伴关系在中国 ＦＴＡ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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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的作用。
相较于既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从研究角度上讲， 本文从外交

伙伴关系视角探讨了影响中国 ＦＴＡ 签订的国际政治动机， 进一步补充了相关文献的

研究内容。 第二， 从研究对象上看， 大量文献重在解释欧洲、 美洲等西方国家的区

域主义发展浪潮， 实证研究数据也主要基于全球或西方经济体数据集。 本文专门以

中国签署的 ＦＴＡ 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 进一步丰富了相关文献的研究范围。 第三，
从研究深度上看， 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析影响 ＦＴＡ 缔结概率的因素， 缺乏针对 ＦＴＡ 异

质性方面的研究。 本文不仅分析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概率的影响， 还考

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议题覆盖范围、 条款承诺深度、 缔结数量等异质性方

面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了相关文献的研究深度。 此外， 结合中国实际， 本文还根据

实证模型预测了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 为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建设提供了

参考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外交伙伴关系与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签订

关于双边政治关系与国际贸易或投资的研究， 涉及政治学、 制度学和国际经济

学等领域， 与本研究比较贴合的理论是新制度主义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６）。 该理论的本质是引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来分析政治问题或解释政治现

象， 包括采取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 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等， 并且将制度因

素作为分析政治与经济现象的核心要素。
外交伙伴关系是两国对世界政治、 经济和军事局势的综合判定和战略规划， 体

现了两国相似的政治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是两国长期稳定友好政治关系的标志。
当国与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时， 通常会签署联合声明。 根据理性选择制度理论， 外

交伙伴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两国间长期、 实质性的正式制度安排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６），
而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是两国为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 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而签订的具有强约束力的区域性制度安排， 也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 （孙楚仁

等， ２０２２）。 基于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 外交伙伴关系这一正式制度安排

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和政府决策的政治成本， 进而促进国家间经

济合作， 即外交伙伴关系对两国 ＦＴＡ 签订具有正外部性。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从经济收益上看， 外交伙伴关系这一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

中的政策不确定性， 从而提高了双方企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 进而促进双方签订

ＦＴＡ。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界定，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 包

括合作伙伴、 全面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 （张中

元， ２０２１）。 其中，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代表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最高层次。 一般而言，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层级越高， 则双方的合作领域越广， 合作层次也越深。 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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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层级的外交伙伴关系， 中国与伙伴国均达成了加强经贸领域合作的共识和特定

承诺， 包括明确经贸合作意愿、 建立经贸合作机制、 给予关税优惠的单边措施以及

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等。 外交伙伴关系项下有关经贸领域合作的制度性建设框架， 在

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中国对外开放经济的积极信号 （陈兆源， ２０１９）， 从而为两国间

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稳定、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一般而言， 当两国政治关系友好时，
双方政府采取诸如出口管制、 限制进出口、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贸易保护政策的倾

向也越低， 也会较少采取诸如冻结资产、 限制金融交易、 阻断双边或国际组织的多

边援助以及没收资产等金融制裁， 这无疑降低了双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而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 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主体的贸易和投资信心， 改善其对

未来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 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主体面临的跨国交易风险

以及交易成本， 产生更大的规模经济和福利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通过缔结

ＦＴＡ 的方式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第二， 从政治成本上讲， 外交伙伴关系从制度上推进了两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

协同， 从而降低了 ＦＴＡ 谈判以及国内核准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压力， 进而促成中国与

伙伴国签署 ＦＴＡ。
ＦＴＡ 是两国政府为实现对外经济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项贸易政策， 属于国家

层面的决策， 这就要求两国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外交伙伴关

系亲密的国家， 通常会建立多种层级的对话和磋商机制， 包括两国领导人或元首的

经常性对话、 经贸合作和磋商机制等。 其中， 两国领导人的经常性对话可以缓和或

化解两国可能存在的认知分歧和争端， 及时增信释疑， 消除信任赤字和提高政治互

信力， 进而提高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战略协同。 而专门的经贸合作和磋商机制畅通了

ＦＴＡ 谈判的沟通和交流渠道， 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协同提供了制度

保证。 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度的提高， 一方面使得双方在进行 ＦＴＡ 谈判时具有较多

的利益汇合点， 降低了双方在 ＦＴＡ 议题设定、 条款承诺、 争端解决等方面存在的分

歧， 从而缓解双方在 ＦＴＡ 谈判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压力， 并通过缩短谈判时间提高了

ＦＴＡ 谈判效率， 进而促进双方尽快达成 ＦＴＡ。 同时， 对外签订 ＦＴＡ 也需要通过各自

的国内核准程序。 如果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对此项 ＦＴＡ 的否决点越多、 利益偏好差异

性越大， 则政府批准该项 ＦＴＡ 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多 （张玉环、 李巍， ２０１４）。 政治

互信和战略协同度高的国家， 两国的民意基础也相对较好， 国内利益集团对 ＦＴＡ 不

满意甚至进行阻挠的否决点也就越少， 则政府批准该项 ＦＴＡ 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

低， 此时， 一国政府就越倾向于加入 ＦＴＡ。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具有促进效应， 即中国更有可能与具有

高层级伙伴关系的国家签订 ＦＴＡ。
假说 ２： 外交伙伴关系主要通过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提高政治互信和战略

协同，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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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伙伴关系与 ＦＴＡ 条款承诺异质性

根据议题覆盖范围和条款承诺深度， 中国对外缔结的 ＦＴＡ 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从议题覆盖范围上看， 中国签署的 ＦＴＡ 基本涵盖货物、 服务和投资等传统议题， 但

在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竞争、 政府采购、 劳工与环境等边境内规则和新兴议题上

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条款承诺深度上看， 中国与不同对象国签订的 ＦＴＡ 在货物和服

务贸易自由化、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以及边境内规则等承诺深度方面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从理论上讲，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越亲密， 或者说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

则对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和质量要求越高。 而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深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便是缔结全面、 高质量的 ＦＴＡ， 或者开展已有 ＦＴＡ 的升级谈判， 进而提高 ＦＴＡ 议题

覆盖度和承诺深度。 比如， 在中国 － 智利 《战略伙伴关系》 中， 双方承诺积极探讨

ＦＴＡ 升级的可能性。 而在此后更高层级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 双方宣布启动

ＦＴＡ 升级谈判。 中国 －智利升级议定书不仅提高了货物贸易开放水平， 扩大和提升

了服务贸易开放部门的数量和水平， 还对原产地规则、 经济技术合作章节进行修订

和补充， 并新增电子商务、 竞争、 环境与贸易等规则议题。 在中国 － 新西兰 《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 －韩国 《进一步充实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 － 秘鲁 《深化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 中国与伙伴国均表达了推进双边 ＦＴＡ 升级谈判的要求。 基

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 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层级越高， 越能提高 ＦＴＡ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

盖度。

三、 计量模型设定、 指标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借鉴 Ｂａ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铁瑛和蒙英华 （２０２０） 的概率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二

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评估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概率的影响， 并采用二值选

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ＦＴＡｉｔ ＝ １） ＝ Φ（β０ ＋ β１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Ｘβ ＋ δ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ｔ 表示年份。 ＦＴＡｉｔ是被解释变

量， 表示中国与 ｉ 国是否签署了 ＦＴＡ， 当取值为 １ 时表示中国与 ｉ 国在 ｔ 年份签署了

ＦＴＡ， 当取值为 ０ 时代表中国与 ｉ 国在 ｔ 年份未缔结 ＦＴＡ。 Φ（·） 是累积概率函数。
中国与 ｉ 国的外交伙伴关系 （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主要以中国外交

部公布的伙伴关系层级来度量。 Ｘ 代表控制变量， 包括影响 ＦＴＡ 签订的政治和经济

变量。 其中， 政治变量包括建交时长、 国家治理质量。 参考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Ｂａ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本文的经济变量包括经济总规模、 经济规模相似性、
要素禀赋差异、 第三方效应、 地理距离、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 δｔ是时间固定效应。

中国签订的 ＦＴＡ， 不仅存在数量上的差异， 还在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率等方面

存在异质性。 ＦＴＡ 的二值变量设定并不能捕捉到 ＦＴＡ 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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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进一步探究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异质性方面的影

响。 基于基准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设定， 考察 ＦＴＡ 异质性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ＦＴ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ｉｔｙ

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Ｘβ ＋ δ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ＦＴ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ｉｔｙ

ｉｔ 衡量了 ＦＴＡ 在签订数量和承诺条款方面的异质性。 核心解释

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基准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设定一致。 δｔ是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ＦＴＡ 相关变量。
（１） ＦＴＡ 虚拟变量设定。 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列示的 １９６ 个伙伴国家为样本观测

值， 将与中国签署双边或诸边 ＦＴＡ 赋值到双边国家层面， 即如果某一国家与中国在

某一年份缔结了双边或诸边 ＦＴＡ， 则该国在签署当年及以后年份均设定为 １， 其他

情况均为 ０，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与某一国家存在签署

多项 ＦＴＡ 的情况， 本文以最早签署 ＦＴＡ 的年份进行赋值。 在本样本区间内， 中国共

签署了 １６ 项 ＦＴＡ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自贸区服务网③。
（２） ＦＴＡ 签订数量。 除了是否签订 ＦＴＡ 外， 中国与多个国家缔结了不止一项

ＦＴＡ。 比如， 中国与东盟在 ２００４ 年签署了 ＦＴＡ， 并于 ２０２０ 年与包含东盟 １０ 国在内

的 １５ 个经济体签署了诸边协定 ＲＣＥＰ， 还与东盟某一成员国单独签署了双边 ＦＴＡ
（如， 中国 －新加坡、 中国 －柬埔寨）。 为评估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缔结数量的

异质性效应， 本文构建了 ＦＴＡ 签订数量指标， 即在虚拟变量设定基础上， 如果中国

与某一国家在某一年份签署了第二项 ＦＴＡ， 则签署当年及以后年份均加 １， 依此类推。
（３） ＦＴＡ 承诺异质性。 ＦＴＡ 虚拟变量设定和签订数量指标均将 ＦＴＡ 视为同质的，

即不考虑各个 ＦＴＡ 在条款承诺方面存在的异质性。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构建了 ＦＴＡ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指标， 以捕捉外交伙伴关系对 ＦＴＡ 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

在条款承诺深度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主要参考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发布的

“协定深度” 数据库④。 该数据库对 １８５８～２０１５ 年间生效的 ２７９ 个 ＲＴＡ （包括 ＦＴＡ）
文本进行解读， 将贸易协定的 “深层条款” 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 “ＷＴＯ ＋ ”， 即在

ＷＴＯ 谈判范围内但提高了条款承诺水平， 共包括 １４ 类条款。 二类是 “ＷＴＯ － Ｘ”，
即超出了 ＷＴＯ 承诺范围， 共包括 ３８ 类条款。 该数据库对每个 ＲＴＡ 项下 ５２ 类条款

中的承诺情况进行一一赋值， 如果 ＲＴＡ 未包含该类条款， 赋值为 ０。 如果 ＲＴＡ 包含

该类条款但不具有法律执行力， 则赋值为 １。 如果 ＲＴＡ 包含某类且具有法律执行力，
则赋值为 ２。 由于该数据库未包含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签署的 ＦＴＡ， 因此， 本文参考指

标赋值方法对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后签署的中国 － 柬埔寨、 中国 － 毛里求斯、 ＲＣＥＰ 等

ＦＴＡ 进行条款赋值。 此外， 该数据库也未对中国 － 东盟、 中国 － 巴基斯坦、 中国 －
新加坡、 中国 －智利、 中国 －新西兰升级协定进行深度条款赋值。 考虑到这些升级

协定在条款承诺方面的进一步深化， 本文也对已有协定的升级版本做了补充测算，
以捕捉这些协定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 基于每项条款的赋值得分， 本文取所有 ５２ 项

条款的总得分来衡量 ＦＴＡ 协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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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款覆盖度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主要基于 ＤＥＳＴ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⑤。 ＤＥＳＴＡ 数据库对 ２０１６ 年以前生效的 ６００ 多项 ＲＴＡ 进行条款深

度指标构建， 主要将 ＲＴＡ 中的 ７ 项特定条款进行 ０、 １ 赋值， 具体包括是否属于全

面 ＲＴＡ、 是否包含货物标准评定程序、 是否包含投资条款、 是否包含服务条款、 是

否包含政策采购条款、 是否包含竞争条款、 是否包含知识产权条款。 此外， 该数据

库未对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签署的 ＦＴＡ 进行深度测量， 因此， 本文参考此赋值方法进

行补充测算。 基于每项条款赋值得分， 本文加总这 ７ 项特定条款的得分来度量 ＦＴＡ
条款覆盖度。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外交伙伴关系。
本文主要以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对 １９６ 个伙伴国的 “双边关系” 中对政治关系的

描述以及 “文件” 中有关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来度量外交伙伴关系。 在双边关系和

文件声明描述中，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伙伴关系大致会经历友好合作或战略合作、
合作伙伴、 全面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层层递进关系。 参

考张中元 （２０２１）， 本文将外交伙伴关系划分为友好合作、 合作伙伴、 全面合作伙

伴、 战略合作伙伴、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五个层级。 在这五个层级中， 外交伙伴关系

等级依次增强。 本文对这五个层级外交伙伴关系的赋值规则如下： 没有建立外交关

系或者未建立友好合作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０。 建立友好合作或战略合作

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１。 建立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２。 建

立全面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３。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

伙伴关系赋值为 ４。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 外交伙伴关系赋值为 ５⑥。 外交

伙伴关系变量是一个排序变量， 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３． 控制变量。
（１） 政治相关变量。
本文的政治因素变量包括建交时长、 国家治理质量。 其中， 建交时长反映了中

国与伙伴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持续时间。 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建交年份为基

础， 进而计算出中国与伙伴国在样本区间内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的外交时长； 国家治

理质量主要衡量了伙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 一般而言， 当一国政府治理水平越高时，
越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 双方缔结 ＦＴＡ 的可能性越大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ＷＧＩ） 数据库从法治程度、 政府效率、 腐败控制、
监管质量、 政治稳定性、 发言权和问责六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治理质量， 本文取上

述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２） 经济相关变量。
参考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４）、 Ｅｇｇｅｒ ＆ Ｌ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本文的经济因

素变量包括双边经济总规模、 经济规模相似性、 要素禀赋差异、 第三方效应、 地理

距离、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 经济总规模、 经济规模相似性属于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缔

结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 两国经济规模越大、 越相似， 则贸易创造效应和福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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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越明显， 两国更有可能签署 ＦＴＡ。 本文使用双边 ＧＤＰ 之和来衡量经济总规模。 对

于经济规模相似性， 参考 Ｅｇｇｅｒ ＆ Ｌ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本文使用如下公式来衡量： 经济

规模相似性 ＝ １ － ［ＧＤＰ ｉ ／ （ＧＤＰ ｉ ＋ ＧＤＰｃ）］ ２ － ［ＧＤＰｃ ／ （ＧＤＰ ｉ ＋ ＧＤＰｃ）］ ２。 其中，
ＧＤＰ ｉ表示伙伴国 ＧＤＰ， ＧＤＰｃ表示中国 ＧＤＰ。 该指标取值范围为 ０－０． ５， 数值越大，
表示伙伴国与中国的经济规模越相似。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要素禀

赋差异属于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的产业间贸易决定因素。 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越大，
则两国会更加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贸易创造和福利收益也越大， 此时两国

更有可能签署 ＦＴＡ。 参考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本文使用资本劳动比 （Ｋ ／ Ｌ）
之差绝对值来度量双边要素禀赋差异。 其中， 关于资本 （Ｋ） 的衡量， 参考程中海、
张伟俊 （２０１７） 的估算方法， 本文以 １９９５ 年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将每

年的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７％ 。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Ｋ ｔ ＝ ０． ９３Ｋ ｔ － １ ＋ Ｉｔ， 其中 Ｉ 代表当年

形成的固定资本总值。 关于劳动力 （Ｌ） 的衡量， 本文使用 １５ 岁及以上可以生产商

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动人口来衡量。 固定资本总值 （ Ｉ） 和劳动力 （Ｌ） 数据均来自世

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对于第三方效应， 借鉴 Ｃｈｅｎ ＆ Ｊｏｓｈｉ （２０１０）、 Ｂａ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本文统计了中国与伙伴国以外的第三国签署的 ＦＴＡ 数量之和、 伙伴国与中

国之外的第三国签署的 ＦＴＡ 数量之和， 并用这两项数量之和来测度 “第三方效应”。
各国签署 ＦＴＡ 情况来源于 ＷＴＯ 区域贸易协定信息通报系统 （ＲＴＡ － ＩＳ）⑦。 地理距

离、 是否为同一大陆属于影响两国缔结 ＦＴＡ 的天然地理因素。 其中， 地理距离为双边

首都之间的球面距离，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为虚拟变量， 相关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⑧。
（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 ＦＴＡ ３１２７ ０． １１ ０． ３２ ０ １

ＦＴＡ 签订数量 ３１２７ ０． １３ ０． ４０ ０ ３

ＦＴＡ 条款承诺深度 ３１２７ ２． ０８ ７． ４４ ０ ４７

ＦＴＡ 条款覆盖度 ３１２７ ０． ３８ １． ２２ ０ ７

解释变量

外交伙伴关系 ３１２７ １． ５２ １． ９６ ０ ５

建交时长 ３１２７ ３６． ５６ １６． ９９ － １８ ７２

国家治理质量 ３１２７ ４９． ４８ ２６． ４２ ２． １０ ９９． ７６

经济总规模（取对数） ３１２７ ２９． ４６ ０． ８１ ２７． ８９ ３１． ３４

经济规模相似性 ３１２７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０ ０． ５０

要素禀赋差异（取对数） ３１２７ ９． ７５ １． ５２ ２． ４３ １２． ８３

第三方效应 ３１２７ ０． ４３ ０． ８３ ０ ５

地理距离（取对数） ３１２７ ８． ９８ ０． ５０ ６． ８６ ９． ８７

是否属于同一大陆 ３１２７ ０． ２５ ０． ４３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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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是基于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其中， 列 （１） 是未加入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 （２） 为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对比列 （１） 和列 （２） 结

果发现， 引入控制变量后 ｌｏｇｉｔ 回归的准 Ｒ２得到显著提高， 说明加入控制变量是必要

的。 列 （２） 基准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５８０５， 且在 １％水

平上显著， 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列 （３） 几

率比 （ＯＲ 值） 为 １． ７８７０， 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每增加一个级别， 中国与伙伴国缔

结 ＦＴＡ 的几率比会提升 ７８． ７０％ 。 该项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 即外交伙伴关

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中国更有可能与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的国家缔

结 ＦＴＡ。 一方面， 外交伙伴关系为中国与伙伴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共识和承诺提供

表 ２： 基于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 ＦＴＡ

（１） （２） （３）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几率比（ＯＲ 值）

外交伙伴关系
０． ６１２６∗∗∗

（０． ０３４４）
０． ５８０５∗∗∗

（０． ０５３７）
１． ７８７０∗∗∗

（０． ０９５９）

建交时长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０６１）
１．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６３）

国家治理质量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０５１）
１． ０４８８∗∗∗

（０． ００５３）

经济总规模
－ ２． ９３２７∗∗∗

（０． ４８４４）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２５８）

经济规模相似性
３． １３５３∗∗∗

（０． ５１６２）
２２． ９９５２∗∗∗

（１１． ８６９７）

要素禀赋差异
－ ０． ２９７３∗∗∗

（０． ０７１７）
０． ７４２８∗∗∗

（０． ０５３２）

第三方效应
－ ０． １２３９
（０． １００２）

０． ８８３５
（０． ０８８５）

地理距离
－ ０． ３５８１
（０． ２３７５）

０． ６９９０
（０． １６６０）

是否同一大陆
３． ２８２８∗∗∗

（０． ２６４８）
２６． ６４９２∗∗∗

（７． ０５５５）

常数项
－ ３． ８５４８∗∗∗

（０． ４８４０）
８５． ６２４６∗∗∗

（１４． ４７８７）
１． ５４ｅ ＋ ３７∗∗∗

（２． ２２ｅ ＋ ３８）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准 Ｒ２ ０． １９００ ０． ４４７２ ０． ４４７２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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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体制性合作框架， 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提高了经济合作的预期收

益， 进而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另一方面， 外交伙伴关系提高了中国与伙伴

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有助于减少双方在 ＦＴＡ 条款承诺方面存在的分歧，
提高 ＦＴＡ 谈判效率， 并降低 ＦＴＡ 国内核准程序的成本， 进而促进双方签署 ＦＴＡ。

列 （２） 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其他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存在不同程

度的影响。 首先， 从政治因素上看， 双方建交时长、 政府治理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

与伙伴国缔结 ＦＴＡ 的概率， 符合理论预期。 从经济因素上看， 经济总规模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显著负相关， 经济规模相似性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显著正相关， 要素禀赋差异

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中国更倾向于与经济规模小或者经济规模相

似、 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伙伴国缔结 ＦＴＡ， 而伙伴国经济规模越大、 要素禀赋差异

越大， 越不利于中国 ＦＴＡ 签订。 虽然该项实证结果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区域性贸易

协定 （ＲＴＡ） 缔结概率的文献存在不同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４； Ｂａ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但却与研究中国 ＦＴＡ 缔结因素的文献高度一致。 陈兆源 （２０１９） 研究认为，
中国往往会选择那些双边关系良好、 经济规模较小的伙伴国， 这样有利于运用自身

的市场权力， 而不至于过度冲击国内市场和经济体制。 “第三方效应” 可能是促进

全球 ＲＴＡ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但在中国 ＦＴＡ 形成中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在经济

地理方面， 中国更倾向于与亚洲大陆经济体缔结 ＦＴＡ， 这反映了中国构建以周边为

核心的 ＦＴＡ 战略。 此外， 地理距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没有显著影响。
为考察模型拟合度以及外交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本文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

评估。 一是比较两个模型的信息准则。 二是计算模型的 “正确预测的百分比”。 在

信息准则方面， 常用的模型选择方法是比较 ＡＩＣ （赤池信息准则） 和 ＢＩＣ （贝叶斯

信息准则） 的差值，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下降得越多， 意味着模型拟合得越精确。 表 ３ 是基

于信息准则的模型拟合度计算结果。 对比发现，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变量时，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的值分别下降了 １１３、 １０８。 根据相关文献界定的标准， 外交伙伴关系对于模型

拟合度提高具有 “非常强烈” 的影响⑨。

表 ３： 基于信息准则的模型拟合度

ＡＩＣ ＢＩＣ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模型拟合度 １０７７ １２５８

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模型拟合度 １１９０ １３６６

在概率模型预测方面， 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２０１２） 研究认为， 被解释变量从非

ＦＴＡ 状态到 ＦＴＡ 状态的转换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意味着使用传统的 ０． ５ 作为 “正
确分类比率” 的临界值有失偏颇。 基于此，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作为 “正
确分类比率” 的临界值。 在本样本中， 被解释变量 “是否缔结 ＦＴＡ” 的样本均值为

０． １１， 也就是说如果预测的 ＦＴＡ 概率值大于 ０． １１， 则认为其预测 ＦＴＡ ＝ １， 反之，
则认为其预测 ＦＴＡ ＝ ０。 从表 ４ 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在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变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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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成功地预测了 ８３． ８０％的中国 ＦＴＡ 签订。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后， 模型成功预测

的概率提高到 ８９． ５５％， 预测能力提高了 ５． ７５ 个百分点， 整体预测准确率为 ８８． ０５％，
总体拟合情况良好。

表 ４： 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ＦＴＡ 预测情况

未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预测情况 加入“外交伙伴关系”的预测情况

预测值
真实值

ＦＴＡｉｔ ＝ １ ＦＴＡｉｔ ＝ ０
预测值

真实值

ＦＴＡｉｔ ＝ １ ＦＴＡｉｔ ＝ ０

ＦＴＡｉｔ ＝ １ ８３． ８０％ １６． ２０％ ＦＴＡｉｔ ＝ １ ８９． ５５％ １０． ４５％
ＦＴＡｉｔ ＝ ０ １６． ０３％ ８３． ９７％ ＦＴＡｉｔ ＝ ０ １３． ７６％ ８６． ２４％

总体预测准确率 ８３． ９５％ 总体预测准确率 ８８． ０５％

（二） 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主要采用更换计量方法、 替换核心变量、
排除其他区域经济合作事件的冲击等方面进行检验。 表 ５ 是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
列 （１）、 （２）、 （３） 分别是采用二值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调整 Ｌｏｇｉｔ、 零膨胀泊松模型

（Ｚｉｐ） 的估计结果， 列 （４） 是将 ＦＴＡ 生效时间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 （５）
是考虑外交伙伴关系滞后效应的估计结果， 列 （６） 是参考张中元 （２０２１） 对外交

伙伴关系进行四个层级赋值后的回归结果， 列 （７）、 （８） 分别是剔除 《亚太优惠贸

易协定》 样本、 引入是否签署 “一带一路” 倡议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上看， 无

论是更换实证回归方面、 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还是考虑到其他区域经济合

作事件的影响，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的影响均为正， 且均在 １％水平显著，
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ＦＴ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ｒｏｂｉｔ 调整 ｌｏｇｉｔ Ｚｉｐ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外交伙伴
关系

０． ２７７３∗∗∗

（０． ０３００）
０． ６３００∗∗∗

（０． ０５８７）
０． ３６１６∗∗∗

（０． ０３８９）
０． ６０１０∗∗∗

（０． ０６７０）
０． ８６２９∗∗∗

（０． ０７７６）
０． ５６７１∗∗∗

（０． ０６１９）

外交伙伴关
系滞后两期

０． ５７４６∗∗∗

（０． ０６２６）

外交伙伴关系
（四个层级）

０． ７１２１∗∗∗

（０． ０７１３）

常数项
７９． ０２９６∗∗∗

（１０． ７３３１）
－２８． ２４０８∗∗∗

（３． ８４４１）
４８． ７５９２∗∗∗

（９． ５８９１）
１５１． ８３２３∗∗∗

（２３． ３８１８）
１４２． ９９４３∗∗∗

（２０． １５０８）
１３３． ３０４６∗∗∗

（２０． １９４２）
１６６． ７５０５∗∗∗

（２９． １４９８）
１４３． ２８８８∗∗∗

（２１． ７０５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２９８７ ２９８７ ３１２７ ２６３６ ３１２７

准 Ｒ２ ０． ５３７１ － － － － － － ０． ５４７１ ０． ５４６７ ０． ５４７８ ０． ４４４８ ０． ５４３５

注： 限于篇幅， 未报告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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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生性讨论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从而导

致估计结果不可靠。 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误，
即模型中可能遗漏了影响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的一些特定变量， 而这些变量恰好

决定了中国与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的谈判效率或者进程。 二是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 即外交伙伴关系不仅能影响中国 ＦＴＡ 签订， ＦＴＡ 签订也可能会对外交伙伴

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与伙伴国签署 ＦＴＡ， 有利于提高双方的经济与贸易联系， 进而

通过形成共同经济利益促进外交伙伴关系的改善。
针对第一种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其解决办法是把可能与外交伙伴

关系相关的变量均加以控制， 或者控制能够反映所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家特征， 比

如文化差异、 宗教信仰等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６）。 基于此，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

考虑了军事冲突次数、 是否有共同语言、 宗教相似度⑩。 针对第二种反向因果关系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是只考虑未签署 ＦＴＡ
及 ＦＴＡ 签署当年的观测值， 不考虑 ＦＴＡ 签署之后的样本观察值，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能排除 ＦＴＡ 签署之后对外交伙伴关系的影响。 二是使用工具变量法 （ ＩＶ）， 即寻找

一个与外交伙伴关系高度相关但不直接影响中国 ＦＴＡ 签订的变量。 本文参考王珏 等

（２０１９）、 孙楚仁 等 （２０２２）， 采用 “中国与其他伙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外） 的外交

伙伴关系均值” 作为双边外交伙伴关系的工具变量。 其合理性在于： 中国与其他伙

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外） 的外交伙伴关系均值代表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倾向， 与

表 ６： 考虑内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
是否缔结 ＦＴＡ

（１） （２） （３） （４）

遗漏变量偏误 反向因果偏误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外交伙伴关系
０． ６３４３∗∗∗

（０． ０８６４）
０． ３７５８∗∗

（０． １７８０）
０． ６６５４∗∗∗

（０． ０４９４）
０． ３５１２∗∗∗

（０． ０２８８）

军事冲突次数
－ ０． ４６３６
（０． ４６７６）

是否有共同语言
０． ２１０６

（０． ４３１０）

宗教相似度
－ ８６． ７４９２∗∗∗

（１４． ２２７２）

常数项
９７． ３８９８∗∗∗

（１９． １２５９）
４７． ８１９２∗

（２５． １０６９）
２９． ７６２８∗∗∗

（６． ８３８６）
４９． ８９５６∗∗∗

（１０． ５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 － － － － － ６８． １２ ５２３． ０２

观测值 ２０１１ １６０１ ３１２７ ２９８７

准 Ｒ２ ０． ５３７１ ０． ３２７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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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特定伙伴国的双边外交伙伴关系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而中国与其他伙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外） 的外交伙伴关系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与特定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的决定。 除了寻找外部工具变量外， 借鉴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６）， 本文使用外交伙

伴关系的滞后二期作为内部工具变量。
表 ６ 是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估计结果。 列 （１） 是针对遗漏变量偏误的估计结

果， 在考虑军事冲突次数、 是否有共同语言、 宗教相似度等可能遗漏的变量基础上，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列 （２） ～ （４） 是针对反向

因果关系引致偏误的估计结果， 其中， 列 （２） 是只考虑缔结 ＦＴＡ 之前及当年的观

测值的 Ｌｏｇｉｔ 估计结果， 列 （３） 是使用中国与其他伙伴国 （除特定伙伴国） 的外交

伙伴关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两步法估计结果， 列 （４） 是使用外交伙伴关

系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两步法估计结果。 从实证结果上看， 无论是删除

可能导致反向因果识别的观测值， 还是采用工具变量法，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缔结概率的影响仍然显著， 且与基准估计结果类似，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果

的可靠性。
（四） 机制检验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即主要通过观测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

响进行机制分析 （江艇， ２０２２）。 其中， Ｍ 代表中介变量， 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
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 Ｘβ ＋ δｔ ＋ εｉｔ （３）
首先， 外交伙伴关系通过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经营主

体的贸易和投资信心， 并改善其对未来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

与伙伴国通过缔结 ＦＴＡ 的方式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

表现在不可预期的歧视性贸易和金融限制措施方面， 因此， 本文主要通过观察双边

贸易和金融摩擦数据， 来近似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 在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

选取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相互实施的贸易和金融措施频次的均值来测度， 数据来自全

球摩擦预警数据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 ＧＴＡ）。 该指标越大， 意味着中国与伙伴国

之间采取的贸易和金融措施的数量越多或者频次越高， 则双方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程度越大。 表 ７ 列 （１） 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显著有利于降低中国与

伙伴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其次， 外交伙伴关系通过提高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进一

步减少了双方在 ＦＴＡ 承诺条款方面存在的分歧， 并降低了 ＦＴＡ 国内核准程序的成

本， 进而促进双方签署 ＦＴＡ。 在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度量方面， 本文使用联合国投

票中的 “理性点距离” （ｉｄｅａｌ ｐｏｉｎｔ） 和 “投票相似度” 指标， 数据来自联合国大会

投票数据库�I1。 其中， 中国与伙伴国的 “理想点距离” 越大， 说明双方的外交政策

和政治立场差异越大， 则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程度也越低。 中国与伙伴国

的” 投票相似度” 越高， 说明双方对某一国际事务的立场趋于相似， 则双方的政治

互信和战略协同程度也越高。 表 ７ 列 （２）、 （３） 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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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影响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理想点距离 投票相似度

外交伙伴关系
－ １． ４３２９∗∗

（０． ６１８６）
－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常数项
１． ５ｅ ＋ ０３

（３． ３ｅ ＋ ０３）
５３． ９５３２∗

（３１． ５１９３）
１１． ５２０４∗∗∗

（２． ８９６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１２１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Ｒ２ ０． ８６７６ ０． ９１３９ ０． ９１３１

降低了中国与伙伴国在联合国投票中的 “理想点距离”， 并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伙伴

国的投票相似度， 意味着外交伙伴关系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伙伴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

信任。 假说 ２ 得到验证。

五、 进一步分析： ＦＴＡ 异质性

本文主要探究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概率的影响， 其中隐含的假设是

中国与所有对象国签署的 ＦＴＡ 是同量同质的， 并未考虑 ＦＴＡ 缔结数量、 承诺条款差

异等方面存在的异质性。 考虑到此， 本文基于计量模型 （２）， 通过采用最小二乘虚

拟变量法 （ＬＳＤＶ）， 进一步考察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数量、 条款承诺深

度、 条款覆盖度等 ＦＴＡ 异质性方面的影响。
表 ８ 列 （１） 估计结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与 ＦＴＡ 签订数量显著正相关， 意味

着外交伙伴关系层级越高， 中国与对象国在 ＦＴＡ 项下的合作次数也就越多， 包括签

署一对一的双边 ＦＴＡ 以及由多个国家参与的诸边贸易协定等。 列 （２）、（３） 估计结

果显示， 外交伙伴关系与条款承诺深度、 条款覆盖度均显著正相关， 意味着中国与

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层级越高， 越能提高 ＦＴＡ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 其背后的逻辑

表 ８： 外交伙伴关系与 ＦＴＡ 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ＦＴＡ 异质性

（１） （２） （３）

签订数量 条款承诺深度 条款覆盖度

外交伙伴关系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０４２）
０． ７４０３∗∗∗

（０． ０８９９）
０． １３４５∗∗∗

（０． ０１４３）

常数项
４． ０２６７∗∗∗

（０． ６１６８）
５９． ０２０２∗∗∗

（１１． ５２３９）
１０． ２３０１∗∗∗

（１． ８５５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３１２７

Ｒ２ ０． ３０４１ ０． １７６７ ０． 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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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伴随着中国与伙伴国外交伙伴关系的递进， 其对自贸协定合作的内容和标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促使双方开展 ＦＴＡ 升级谈判或者直接进行高水平的 ＦＴＡ 谈判。
无论是开展 ＦＴＡ 升级谈判， 还是直接缔结高水平的 ＦＴＡ， 均加大了双方在货物、 服

务、 投资等传统领域的承诺开放度和市场准入范围， 同时还会对电子商务、 竞争政

策、 政府采购、 环境与贸易、 中小企业等新兴议题和边境内规则进行承诺， 这无疑

提高了 ＦＴＡ 条款承诺深度和覆盖度。 假说 ３ 得到验证。

六、 拓展性分析： 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预测

在 ＦＴＡ 对象国预测方面， 本文参考 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２０１２）， 以 “是否缔结

ＦＴＡ” 的样本均值作为 “正确分类比率” 的临界值来进行预测。 表 ９ 是模型预测

结果。
首先， 在已签署的对象国中， 除了马尔代夫、 缅甸、 日本未预测到外， 其他与

中国签署 ＦＴＡ 的国家均已预测到。 中国 －马尔代夫、 中国 － 缅甸自贸协定未预测到

的原因是： 这两个国家的相关控制变量存在缺失， 导致其未能参与样本估计， 进而

不能对其进行概率预测。 除马尔代夫、 缅甸之外， 在实际参与回归的样本中， 只有

日本未预测到， 这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是很高的。 迄今为止， 中国与日本并未签署双

边 ＦＴＡ， 但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 １４ 个经济体签署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ＲＣＥＰ 属于一项诸边贸易协定， 除日本外， 中国与韩国、 东

盟 １０ 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其他参与方均缔结了双边 ＦＴＡ。
其次， 在 ＦＴＡ 对象国的地理分布上， 本文预测了那些与中国签署 ＦＴＡ 概率较高

的国家或地区， 涵盖到全球六大洲的诸多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 中国应重点与这些

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开展 ＦＴＡ 谈判， 以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具体而言， 在

亚洲地区， 中国可与蒙古、 印度、 阿富汗、 尼泊尔、 斯里兰卡、 以色列、 约旦、 东

帝汶、 孟加拉国、 亚美尼亚等缔结双边 ＦＴＡ， 在区域性组织方面， 中国可与包括阿

联酋、 阿曼、 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
合会） 缔结 ＦＴＡ， 与包括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在内的中亚五国开展 ＦＴＡ 谈判。 在大洋洲地区， 中国可与斐济、 萨摩亚、 巴布亚新

几内亚、 汤加、 瓦努阿图开展 ＦＴＡ 谈判。 在北美地区， 中国可选择与加拿大缔结双

边 ＦＴＡ， 与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加勒比共同体开展 ＦＴＡ 谈判。 在南美地区， 中国可优

先考虑与阿根廷、 巴西、 苏里南、 乌拉圭开展 ＦＴＡ 谈判。 在欧洲地区， 中国可与荷

兰、 法国、 德国等欧盟经济体以及英国和俄罗斯等加强贸易方面的合作。 在非洲地

区， 中国可选择与南非、 塞内加尔、 纳米比亚、 塞拉利昂等开展 ＦＴＡ 谈判。
再次， 在与中国建交的 １９６ 个伙伴国中， 由于部分经济体的控制变量存在缺失，

导致 ４０ 个经济体未参与样本估计， 故不能对其进行概率预测。 其中， 亚洲地区包括

叙利亚、 不丹、 巴勒斯坦、 朝鲜、 也门、 马尔代夫、 缅甸。 大洋洲地区包括基里巴

斯、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瑙鲁、 库克群岛、 纽埃、 图瓦卢、 帕劳。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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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模型预测的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

所在州 已经与中国签署 ＦＴＡ 的国家 尚未与中国签署 ＦＴＡ 的国家

亚洲
巴基斯坦、韩国、东盟经济体
（不含缅甸）、格鲁吉亚

蒙古、印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
威特、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以色列、约旦、东帝汶、孟加拉国、亚美尼亚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瓦努阿图

北美 哥斯达黎加 加拿大、牙买加

南美 智利、秘鲁 阿根廷、巴西、苏里南、乌拉圭

欧洲 瑞士、冰岛
欧盟经济体：荷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保加利亚、波兰、
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塞尔维亚，英国，俄罗斯

非洲 毛里求斯 塞内加尔、南非、纳米比亚、塞拉利昂

洲地区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格林纳达、 圣卢西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海地、 洪都拉斯、 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 圣基茨与尼维斯、 危地马拉。 南美洲地

区包括巴拉圭、 哥伦比亚。 欧洲地区包括安道尔、 摩纳哥、 圣马力诺、 梵蒂冈、 列

支敦士登。 非洲地区包括斯威士兰、 利比里亚、 马拉维、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塞

舌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索马里。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外交伙伴关系这一国际政治因素视角，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面

板数据， 采用二值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概率， 并采

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条款承诺异质性的影响。 同时， 本

文以 “是否缔结 ＦＴＡ” 的样本均值作为 “正确分类比率” 的临界值， 对中国 ＦＴＡ 对

象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预测。 本研究发现： 第一， 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 ＦＴＡ 签订具

有显著促进效应， 中国更有可能与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的国家缔结 ＦＴＡ。 第二， 机制

检验结果表明， 外交伙伴关系主要通过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增强中国与伙伴国

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进而推进中国 ＦＴＡ 签订。 第三，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数量、 条款承诺深度以及条款覆盖度均显著正相关。 第四， 模型预测结果

显示， 中国 ＦＴＡ 对象国涵盖全球诸多经济体或者区域性组织。 其中， 亚洲地区的

ＦＴＡ 对象国最多， 其次是欧洲、 美洲地区， 最后是大洋洲、 非洲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 鉴于外交伙伴关系在 ＦＴＡ 签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和

拓展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同各国发展外交伙伴关系时， 一方面要注重战略合作和磋商机制的构建， 进一步

提高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同。 另一方面应坚持亲疏分明原则， 实施差异化的外

交战略。 中国可在各个区域建立 “战略支点”， 通过发挥支点国家的示范和辐射效

应， 带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进而深化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

２５

苗翠芬， 冯祯祯：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 ＦＴＡ 签订



第二， 在 ＦＴＡ 签订方面， 中国需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

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 ＦＴＡ 的广度和深度。 从广度上看， 建议参考本文的预测结果，
逐步扩大与南亚和中亚、 大洋洲、 南美洲、 北美洲、 欧洲、 非洲等经济体或区域性

组织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可行性研究。 从深度上看， 中国要抓紧开展对已有 ＦＴＡ 的升

级谈判。 同时， 中国要以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ＤＥＰＡ） 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为契机， 积极参与数字

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竞争政策、 反腐败、 监管一致性等边境内规则以及新兴议题

的谈判。
第三， 中国要注重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进而更好地发挥外交伙伴关系在

中国 ＦＴＡ 签订中的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首先要加强对经济政策的长远性、 战略性调

控， 尽量减少在经济金融、 贸易投资等经贸政策方面的调整频次。 其次， 中国要密

切关注伙伴国的经济政策变动情况， 可通过自媒体、 公众号、 互联网等数字传递方

式提供重要国际市场的经贸政策信息。 再次， 中国要注重推进与 ＦＴＡ 相适应的体制

机制改革， 不断提升中国的营商环境， 以吸引更多的伙伴国与中国缔结 ＦＴＡ。
（通讯作者 冯祯祯电子邮箱： 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ｆｚｚ＠ １６３． ｃｏｍ）

注释：

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定义，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包括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关税同盟、共

同市场、经济同盟和政治经济一体化。 目前，ＦＴＡ 属于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形式。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

《亚太优惠贸易协定》外，中国对外缔结的 ＲＴＡ 均属于 ＦＴＡ。

② 具体包括中国 － 东盟、中国 － 澳大利亚、中国 － 智利、中国 － 哥斯达黎加、中国 － 格鲁吉亚、中国 － 韩国、中国

－新西兰、中国 － 新加坡、中国 － 冰岛、中国 － 巴基斯坦、中国 － 秘鲁、中国 － 瑞士、中国 － 毛里求斯、中国 － 马

尔代夫、中国 － 柬埔寨、ＲＣＥＰ。

③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④ 数据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

⑤ 数据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

⑥ 在合作伙伴等级中，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互信伙伴”“睦邻伙伴” “发展伙伴” “友好合作伙伴” “紧密的伙伴

关系”等。 在全面合作伙伴等级中，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全面伙伴”“全面友好合作伙伴”。 在战略合作伙伴

等级中，类似的表述词还包括“战略伙伴”“战略协作伙伴”。 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级中，类似的表述词还包

括“全面战略伙伴”“全方位战略伙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⑦ 数据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ｒｔａｉｓ． ｗｔｏ． ｏｒｇ。

⑧ 数据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ｍｏｄｅｌｅ ／ ｂｄｄ＿ｍｏｄｅｌｅ． ａｓｐ。

⑨ 根据 Ｒａｆｔｅｒｙ（１９９５）界定的 ＢＩＣ 差异标准：若 ＢＩＣ 下降 ０～２，则模型改善的程度较弱，若下降 ２～４，则模型改善的

程度较强，依次类推。 ＢＩＣ 下降得越多表明变量的重要性越强。 例如，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２０１２）在引入核心

解释变量时，ＡＩＣ、ＢＩＣ 分别下降了 ５９． ５６、５０． ０４。

⑩ 军事冲突次数是某一年份中国与伙伴国的军事冲突次数，数据来源于国际军事争端数据库（ＭＩＤ５． ０），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ｗａｒ．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 。 是否有共同语言、宗教相似度来自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其中宗教相似度

取值在 ０ 到 １ 之间，取值越大，表明两国的宗教相似程度越大。

�I1 数据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 Ｖｏｅ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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